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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基層校園關於「兒童最佳利益」 

特定事件實務運作疑義之初探－ 

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為中心 

汪耀文 

壹、前言 

聯合國大會於 1989年 11月 20日以第

44/25 號決議通過《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

CRC），此公約乃重要之國際兒童人權法

典，亦為國際社會公認最有交集、共識度

最高的人權公約之一（陳竹上，2013）；其

內容闡明兒童及少年為權利之主體，各國

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及

少年在生存、發展、參與、受到保護等各

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施慧玲，2011）。按該

公約第 3 條第 1 項，行政、立法、司法機

關及公私立福利機構處理事務，應遵循「兒

童最佳利益」原則以運作；同公約第 9 條

第 3 項復以「兒童與未行使親權之父母一

方會面交往，以不違反其『最佳利益』為

限」；第 18 條第 1 項則明定「父母或監護

人養育兒童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依

歸」；同公約第 21 條亦一併指述「兒童之

收養應遵循而『兒童最佳利益』」。 
《兒童權利公約》條文大抵對兒童人

權為原則性概述，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每隔幾年即會針對不同兒童人權議題召開

會議，特予攸關該議題相關的公約條文，

進行更為細緻的詮釋，彼等對條文內容所

為更精緻、詳實衍釋的文件，被定名為「一

般性意見書」（General Comments），該份

意見書同屬聯合國的正式文件；其中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書，係就「兒童最佳利益」

之意涵、適用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提出

周延的解釋。兒童最佳利益係「一『權利』、

一『原則』及一『程序規定』」。兒童最佳

利益係一實體權利，當一項決定（如行政

或司法判斷）涉及不同主體之權利時，兒

童有權獲得優先設想之考量；兒童最佳利

益係法規範解釋之基本原則，當法律有不

同解讀之可能性時，應採取最符合兒童利

益之選擇；至於程序面向之保障則是指在

涉及兒童之政策或事件中，任何決定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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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必須建立在符合程序保障之前提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4b）。 
我國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

展，保障其權益並增進其福利，於 2011 年

11 月 30 日大幅翻修《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並將法案名稱易為《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期以落實我國《憲法》第

156 條：「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

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

策」之社會安全政策。所謂「兒童」，依《兒

童權利公約》第 2 條規定，係指未滿 12
歲之人，至於少年則是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人，無論家庭、社會或政府部門，都

應為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而共同努力

（陳炎輝，2015）。然何謂「兒童最佳利益」

殊難定論，特別是其所涉及的層面非侷限

於特定兒童個體而已，有時還牽連其他兒

童的不同權益等等問題。正因「兒童最佳

利益」難以明確定義，因此在考量「最佳

利益原則」時，必須配合一套可行的運作

機制或程序，始能透過充分的討論，審慎

確立兒童最佳利益（李麗芬，2013）。今日

我國內論及「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的法規

範，其保障內涵為何？該原則於基層校園

實務運作時，又會衍生哪些攸關兒童最佳

利益與侵害親權間之衝突與扞格？至今復

有那些未臻完善、尚待努力的部分？以下

特就該等議題，加以申論。 

貳、國內關於「兒童最佳利益」

的法規範 

自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7 號解釋

理由書（2004）引用聯合國《兒童權利公

約》保障非婚生子女之身分權及人格權以

來，該公約與「兒童最佳利益」原則（the 
Best Interests for Children）遂在我國國內法

以逐步落實，成為我國學界與實務界關注

的焦點（施慧玲，2011）。兒童最佳利益被

認為和其權利、需要與福祉有密切的關

係，而對於兒童最有利的安排，輒涉及最

能滿足兒童福祉的環境，而兒童福祉是對

於兒童權利的具體表現，福祉的標準可能

隨著認為兒童應具有的權利之增加而增加

（黃鈺倫，2000）。 
國內有關「兒童最佳利益」的法規範，

允宜先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5 條第 1 項：「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

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

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

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

救助，並應優先處理」、同法第 18 條第 1
項：「父母對於兒童及少年出養之意見不一

致，或一方所在不明時，父母之一方仍可

向法院聲請認可。經法院調查認為收養乃

符合『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時，應予

認可」。此外，與「兒童最佳利益」一詞相

仿的「子女之最佳利益」，亦在我國多部法

律中明文保留以呈現。「子女最佳利益」原

則，始自離婚後親權人之決定，惟今日已

成為法院於兒童福利及親子法上不可或缺

之主要依循原則。此一與我國兒童切身相

關的專有名詞，於離婚後親權人酌定（《民

法》第 1055 條、1055 條之 1）、親權行使

（《民法》第 1089 條）、未成年人之法定監

護人選定或改定（《民法》第 1094 條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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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1094 條之 1）皆有明文規定依子女最

佳利益以為考量依據，且於離婚後親權人

酌定、收養之認可上，更予法院以斟酌基

準。 
除了上開規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4 條：「法院依法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

定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或會面交往

之裁判後，發生家庭暴力者，法院得依被

害人、未成年子女、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請求，為『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之。」

為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

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

我國亦制定《家事事件法》。按該法第 106
條第 1 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

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

議。」同法第 111 條第 4 項：「法院為保護

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得依

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改定特別代理人。」準此，立法機關同樣

地亦復揭櫫「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以為

家庭事件處遇之規準。 
從國際法到我國法律規範，口口聲聲

所倡導的兒童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應不僅是宣傳口號，其不祇是

消極地將兒童可能受到傷害減至最小，更

積極地是為兒童謀求最大福利，兒童已從

過去「受保護客體」的被動地位，明確地

蛻變成主動的「權利主體」（林沛君，

2015）。從「溫馨避風港」的家，到「天

下有不是的父母」（蕭富元，1994），復可

能是陰暗的祕窗、「會傷人的家庭」（鄭玉

英，趙家玉譯，2006），家庭圖像終究不一，

所對照的父母圖樣，亦復不同，處境通常

相對弱勢之兒童們所受的保護與對待，旁

人無法一一確保其享有最低限度的安全保

障。凡此在我國基層校園，朝夕相處、從

旁守候學童成長的師長們，應當深刻體

會、點滴在心頭。以下僅從「會面交往」

與「補助善款之支配運用」兩事，陳述基

層學校師長肯認「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於實務運作上，卻面臨諸多侵害親權與保

障兒童權益間之衝突與兩難。 

參、未任親權一方與其子女所衍

生的在校園之「會面交往」

（探視）事實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6）資料顯示，

2015 年我國離婚對數占有偶對數比率為

10.1‰，現代家庭關係已不若過往穩固，夫

妻離婚已是相當普遍的趨勢。高離婚現象

除了意謂更多的孩子牽扯在父母的衝突之

下（何祐寧、邱靖惠，2014），連帶地基層

校園單親家庭學童之數量，相較也不少，

遂衍生學校輔導管理權限與父母親權之分

際問題。雖言「學校對學生之生活管理，

時間上應於學校教育活動期間，範圍則應

限於與教育有關者」（邢泰釗，1998），但

「親職教育」、「子職教育」亦係《家庭教

育法》第 2 條第 1、第 2 款規範下，學校

必要推動辦理的業務項目。當雙親離異，

取得親權行使之一方，要求學校不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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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校園內探視其子女，學校應當如何因

應？該家長主張之適法性如何？學校得否

不理會獲得監護權家長之要求，堅持《兒

童權利公約》第 3 條所稱之「兒童最佳利

益」權利要旨，逕予未獲監護權之一方，

與其子女（按：學生）在校園內從事所謂

的「會面交往」之行為？ 
《兒童權利公約》於第 9 條第 1 項揭

示禁止與雙親分離原則；此外，期使程序

更形周延，同條第 3 項則進一步保障父母

分離時與兒童之會面交往權（陳竹上，

2013）。按《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第 3
項：「簽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任何一方或雙

方分離時的兒童權利，使其能定期與父母

直接接觸並保持私人關係；但因此違背該

兒童之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爰此，

兒童不與父母分離原則、會面交往權之保

障，格外值得重視。親權為父母基於保護

教養子女之目的，而享有之權利與義務，

在父母婚姻關係存續當中，由於彼此負有

同居與扶養之義務，得以對其所生之子

女，共同負擔保護教養之義務，亦即可共

同行使親權，惟一旦婚姻關係解消之後，

父母兩人不再同居共財，勢必面臨子女之

親權應由何人行使問題。縱使父母之一方

取得親權，得與該子女共同生活，但父母

之他方亦有權利，透過會面交往，持續以

維繫其與子女之親情（吳從周，2014）。 

然實務上，卻存有一偏見，祇要取得

親權的一方不准另一方探兒童，部分學校

更以未取得親權的一方沒有監護權，不准

其於校園內探視學生（杜瑛秋、張玉芳，

2010），此舉不僅不符人倫需求，恐亦違

背兒童最佳利益。經查我國內法，關於夫

妻離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

第 1055 條第 5 項前段定有明文。探視子女

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其不

僅係為人父母者之權利，更係未成年子女

享受親情照拂之基本權利，故法院定子女

親權歸屬時，是否予未取得親權之一方以

探視權，及為如何之探視，亦應參酌《民

法》第 1055 條之 1 規定之標準，以子女之

最佳利益為考量。臺中地方法院於 2013
年 11 月 28 日，以 102 年度中簡字第 2638
號民事判決，提出指標性見解：「親權在現

代法上謂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為中心之

職分，不僅為權利同時為義務，乃我國《民

法》第 1084 條第 2 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即明

揭斯旨。又所謂保護，指預防及排除侵害，

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教養，則謂教導及

養育子女，以謀子女身心之健全成長。保

護為消極的作用，教養為積極的作用，但

兩者互為表裡，相輔相成，而構成渾然一

體的權利義務…」。《民法》第 1116-2 條：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

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因此，夫

妻離婚後，無監護權之一方，其監護權雖

一時停止，惟其與所生子女身分關係仍然

存在，故有監護權之一方不得禁止無監護

權之他方所探視子女，如有禁止探視之約

定，亦因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除非未任

親權之一方恐有妨害其未成年子女利益之

虞。有監護權之一方要求學校，不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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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見其子女，毋有依據，學校亦無義務以

聽從之（邢泰釗，1998）。 
狹義的「監護權」，係「親權」的一部

分、延長，為親權的補充制度，和親權中

的財產監護、允許及代理或結婚同意等權

利相關，是一法定權利與義務；因廣義、

利他的「親權」所衍生之會面交往（許育

典、陳碧玉，2009、2014），則是自然狀態

下的權利，以監護權排除探視之親權行

使，允有違背人性基本需求之可能。據劉

宏恩（2011）關於臺灣法院離婚後子女監

護案件之研究，在其研究 97 件的樣本中，

僅有 17 件的法官曾酌定「會面交往」的部

份。此或許基於親權之行使，以親子之情

愛為基礎；復以「清官難斷家務事」，諸多

法官遂採取放任態度（施懷閔，2011）。取

得親權的一方，或自以為可以因監護權的

取得，而斷然主張另一方不得探視子女。

然「友善父母條款」卻強調未成年子女在

成長的過程中，特別需要父母雙方的保護

與教養，要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允許子女和另一方父母維持密切聯繫是有

必要的（劉宏恩，2014）。因此，父母親與

子女會面交往，為法律所保障，不容有監

護權的一方無故、任意剝奪另一方探視子

女的權利。若離婚夫妻之他方惡意阻止或

妨礙一方行使探視權，探視權遭侵害之一

方，得依《家事事件法》第 194 條，聲請

執行法院綜合各項因素，決定符合子女最

佳利益之直接、間接或併用強制執行方

法﹔或依《強制執行法》第 129 條之規定，

請求法院命他方容忍無監護權之一方行使

探視或禁止他方為阻礙探視之行為，若其

仍不履行，執行法院得拘提管收之，或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怠金

（王宣惠，2016）。 
以上，我國未有「學校是家庭的延

長」、「在校期間之親權移轉（In locopa-
rentis）」之明文規定（中華民國師範教育

學會，1995），師長無法全權處理未成年學

生的一切事務。然祇要法院未裁定禁止未

任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

間之會面交往（施懷閔，2011），校方基於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友善父母條款」

精神（李立如，2010），允宜予未取得親權

的一方家長，利用課餘時段（按：下課時

間），在校園內進行「會面交往」一事實行

為，此舉應未有侵害親權之評價。 

肆、關於學校請得之特定學童助

學善款，所衍生的主導（支

配）疑義 

慈善團體、非營利組織等社會資源入

校，以援助基層校園經濟弱勢學童一事，

允行之有年矣。在福利服務層次的有效輸

送方面，除了服務網絡以及輸送體系的具

體建構外，任何攸關兒童人身權益，其所

觸及的恐是家庭「私領域」的紅色警戒線

（王順民，2011）。關於學校主動、被動引

進校外資源，以援助學生學習生活，關於

此事，校方得否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自

行決定將善款留校，不予家長領回，而責

由師長主導支配，以供學生日後購置學用

品、校外教學自付款項等等之用途？依據

《民法》第 1084 條第 2 項規定，父母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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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與義務。基

於此一目的，對未成年子女進行人身與財

產之管理，即為親權行使之具體內容。財

產管理中則有特有財產之管理、使用收益

與處分權（《民法》第 1088 條），以及財

產上之法定代理權與同意權（《民法》第

1086 條第 1 項）（林秀雄，2003）。因此，

前開學生家長得否以法定代理權為由，主

張對該補助善款之使用權？ 
今且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

盟文教基金會為例，該基金會為對國內經

濟困難之兒童提供必要照護協助，訂有〈福

利聯盟弱勢經濟補助辦法〉。按該辦法第

4 點，學生總人數為 300 人以下之國民小

學（含附設公立幼兒園）之弱勢兒童，父

母一方或實際照顧者失業、入獄服刑罹患

重病、精神疾病或藥、酒癮或父母離婚、

分居或一方死亡、失蹤，他方無力維持家

庭生活，致其生活陷入困境，並經學校老

師推薦，得以申請津貼。復按同辦法第 5
點，學生之照顧者須符合家中領有中低收

入戶證明或上一學期繳交學雜費用有困

難，或學雜費用係採分期繳交者等。至於

學校得否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自行決定

將經濟補助的善款預留於校，開設專戶，

供學生日後在校以專用？  
查〈福利聯盟弱勢經濟補助辦法〉第

9 點：「經費管理及使用：補助透過學校管

理，學校視情況使用，使用項目如下：(一)
學習費用：弱勢兒童就學所需支付之學校

代辦/代收費用、社團學費、教材費、制服

費、書籍費、書包、文具費…等學習費用。

(二)生活費用：弱勢兒童所需之生活費

用，包含：採買食物、生活必需品、兒童

零用金…等日常生活支出。」爰上，校方

確實可基於上開辦法第 9 點第 1 款，秉諸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將慈善團體的善

款，預留在校，以供學生日後學習生活開

銷之用，毋有《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侵

占罪」之牽連與評價。再查《各級學校扶

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學校為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而為勸

募行為所得金錢，應專戶儲存於教育儲蓄

戶。（第 2 項）前項勸募所得金錢及其孳

息得不斷滾存，專用於補助經濟弱勢學生

之學費、雜費、代收代辦費、餐費或教育

相關之生活費用，並不得用於與經濟弱勢

學生就學無關之支出。」亦係學校主導收

支、保管及運用勸募所得之善款，以扶助

經濟弱勢學生之實際適例。 
《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明定「所有

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私社會福

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

持，均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

另觀我國 2014 年 11 月 20 日施行的《兒童

權利公約施行法》之第 2 條：「公約所揭示

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

國內法律之效力。」同法第 3 條：「適用公

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

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

釋。」鑑於兒童身心及智識發展未臻完全，

為維護其身心健全發展，我國《民法》、《民

事訴訟法》、《非訟事件處理法》等法律規

範，或有就其行為能力作限制，或有委由

其父母（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監督或代

行之權利，但凡此種種皆係維護「兒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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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益」之必要規定（陳炎輝，2015）。雖

言最佳利益殊難判斷，乃因其除了牽涉「現

有」或「過去」事實要素的考量，更摻雜

大量有關「未來」可能的設想與判斷（雷

文玫，1999），然當親權的行使，並非是兒

童最佳利益之展現，亦即「父不父；母不

母」之際，學校更應主動介入，以學生為

念（許育典、陳碧玉，2014），並以其學習、

生活的最大利益而設想，因此預留善款，

供特定學生支用一事，自毋須掛慮「侵害

親權」情事發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際法與國內法皆有主張「兒童最佳

利益」的法規範 

「子女最佳利益原則（The best in-
terests of the child principle）」原乃近代英

美親子法制漸形確立之最高理念（施慧

玲，2011），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兒童權

利公約》與我國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民法》

與《家事事件法》等，皆有載及兒童最佳

利益之法規範，讓該原則不僅是宣傳口號

而已，更有實質強制的拘束力。 

(二)除妨害、違背兒童利益外，未任親權

之一方亦有權利，透過會面交往，持

續以維繫其與子女之親情 

兒童不與父母分離原則、會面交往權

之保障，《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第 3 項，

定有明文。次按我國《民法》第 1055 條第

5 項前段，關於夫妻離婚，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

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

式及期間。因此，除違背、妨害兒童利益，

法院裁定禁制會面交往外，讓未取得親權

的一方，探視其子女，不僅合乎人情，且

容於法律明文。再者，兒童就讀小學之師

長，倘秉諸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予未任親

權之一方，利用課餘時段，在校園裡探視

其子女，亦未有侵害取得親權一方者的權

利。 

(三)基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學校可

開設專戶，將校外善款以專款專用，

並供特定經濟弱勢學生學習或生活之

用，毋需交付家長 

從公權力所制定的《各級學校扶助學

生就學勸募條例》，到非營利組織「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所訂定的〈福利聯盟弱勢經濟補助辦法〉

皆予基層學校開設專戶，專款專用，以供

特定經濟弱勢學生學習或生活之用，毋須

交付主要照顧者，該合乎兒童最佳利益的

作法，亦未有「侵害親權」之評價。 

二、建議 

(一)於校園內所生親子交往會面、善款使

用支配等紛爭，應適用〈教師因公涉

訟辦法〉 

《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

定：「教師依法執行職務涉訟時，其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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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應延聘律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律上之協

助。」同條文第 2 項前段規定：「前項第八

款情形，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教育部遂因此訂定〈教師因公

涉訟輔助辦法〉。依《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8 款立法意旨，服務學校及幼兒園

應依職權為依法執行職務涉訟之教師延聘

律師，為其提供法律上必要之協助，係課

予服務學校及幼兒園有主動為依法執行職

務涉訟之教師給予涉訟輔助之義務。〈教

師因公涉訟辦法〉第 5 條第 1 項：「本法

（按：教師法）第 16 條第 2 項所稱涉訟，

指依法執行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

案件。」於校園裡親子交往會面（探視）

紛爭所生之侵權訴訟、由校方代為申辦所

得之善款衍生的使用支配紛爭，亦應適用

之。因此，教育人員確依《兒童權利公約》，

基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執行職務涉訟，

服務學校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

上之協助，理應同時及於因學生親子交往

會面（探視）紛爭，所生之「侵權」民事

訴訟與統一集中管理善款下之使用支配所

衍生的「侵占」刑事訴訟。 

(二)社會慈善團體捐款以助學之相關規

範，應定有明文，明確載及校方師長

之支配權，以免紛爭 

社會資源援助基層校園經濟弱勢學

童，國內行之有年矣，然「天下有不是的

父母」或「虎毒會食子」絕非危言聳聽（許

育典、陳碧玉，2014），今現實生活中仍

可耳聞。社會慈善團體捐款以助學之相關

規範，應明確授予教育人員，基於「兒童

最佳利益」原則，持有暫時保管善款之權

利，俾於後續支付學生在校的學習與生活

所生費用。此作法雖稍微加重師長們的例

行業務份量，卻是直接施惠於弱勢貧童的

有效對策。此外，助學的對象是學生，助

學的本質是在共同理念下，邀集他人共襄

盛舉的一種藝術，吾人相信財務透明與周

延的徵信工作，將讓「施受同德」，利他美

事且增光彩，毋有瑕疵。 

(三)優先確保兒童福祉與權益，非拘泥、

死守於法條與程序 

2014 年 5 月 20 日我國通過了《兒童

權利公約施行法》，希望讓我國的兒童人權

與世界 193 個國家接軌，《兒童權利公約》

第 3 條明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

是否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

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均應以兒童之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慮。」誠摯地希望行政、立

法與司法機關在制訂任何兒童政策、處理

兒童議題時，悉不應忽略兒童人權的概

念，更不應侷限於兒童福利權一部分而已

（李麗芬口述、蘇芳誼記錄整理，2013）。
此外，法條明文和行政程序雖言重要，但

更形要緊的是不可逆之兒童福祉與權益的

優先確保（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14a）。 
總之，親權為「利他」的基本權利，

專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存在，當然應以

其最佳利益為之；學校的主體無疑是學

生，基層學校亦是基於學生學習與成長利

益而開設。不論和合的雙親，或是取得、

未取得親權的任一方，都應基於「兒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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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益」原則以教養、探視子女，其本身

即係目的，絕非工具或手段。同樣地，學

生朝夕學習於青青校園中，因著師長以學

生最佳利益之設想，得以日進有功、茁壯

成長，固不待言矣。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第 3 條所稱之「兒童最佳利益」權利

要旨，絕非僅止於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

而係家庭個體、學校集體與整體國家社會

三者「童」心協力地將兒童利益以極大化

是幸。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法學博士） 
關鍵詞：兒童最佳利益、兒童權利公約、

會面交往、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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